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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观念的生成与定型，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浮沉升降，都是在历史流变中通过不

断的解读和理解来进行书写和建构的。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经过明清

批评家的论述和近现代文学史家的阐释，逐渐演化成对整个明代诗史的评价。在此过程中，历

史建构的语境逐渐隐去，明诗“盛于国初”的观点随之凸显，文学史家的叙述与元末明初诗歌

演变历程间形成错位。笔者将这一论题置于元末明初诗坛的历史场景及批评观念生成、演变

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讨论，希望引起研究者在中国文学史阶段划分、易代之际文人时代归属、断

代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总集编纂等问题方面的进一步思考。

一、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形成

较早提出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是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徐泰。他在谈论明初以来诗歌

发展脉络时指出：“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

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①这一看法代表了明人关于明代前期诗歌演进历程的基本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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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盛于国初”辨

明诗“盛于国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共识”。这一认识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明清两代以来诗论家和文学史研究

共同建构的结果。将高启、刘基等人置于元末明初诗歌演进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可以发现，作为易代之际的诗人，

用以标示他们在明代诗史地位的创作和风格，主要见于元末作品当中。明清以来形成的明诗“盛于国初”看法，与元明

之际诗歌创作的历史图景和诗歌演变的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相符。本文通过对明诗“盛于国初”看法加以厘析，力求更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元末明初文学演进的动态和过程，进而在易代之际文人时代归属、中国文学史阶段划分等问题上

引起研究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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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明初诗歌作为明前期诗坛的高峰是明代文学批评的共识，其中又多推举高启、刘基二

人为代表人物，而以扬高启者居多。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

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②将高启视为明初以降百余年间最杰出

的诗人，同时流露出以明初诗歌作为前期诗史高峰的含义。王世懋对高启的评价也甚高：“高

季迪才情有余，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③李梦阳、何景明同倡复古运

动，名噪一时，王世懋认为高启若与二人同时，其名当不在李、何之下。胡应麟也说：“国初称

高、杨、张、徐。季迪风华颖迈，特过诸人。”④王世贞将高启、刘基并举，认为二人代表了明初诗

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

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己。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⑤以上各家评论，虽未

有直接关于明诗“盛于国初”的论述，但他们将刘基、高启二人作为明初诗人代表的看法，成为

后世关于明初诗歌的基本认识。

清代以后，许多诗论家开始立足梳理明代诗歌的历史进程，以明初诗歌为明代诗史顶峰，

推举高启或刘基为明代诗人第一。王士禛视高启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⑥。赵翼也认为“有

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者”⑦。朱庭珍不仅将高启视为明代诗史第一人，“明人唯青丘雄视

一代”⑧，还认为他是继元好问之后元明诗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即使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也可当

名家之选，“自遗山后，青丘最为名家，可遥继遗山之绪。盖在明代，为一朝大家，合古今统论，

则为名家”⑨，“前明一代诗家，以高青丘为第一，自元遗山后，无及青丘者，不止一变元风，为明

诗冠冕已也……自元至今，所有诗家，无出青丘右者，洵可直继遗山，为一大宗矣”⑩。李重华认

为高启、刘基二人“地位不同，诗笔不妨并举”，但相比之下高启“骨性秀出，最近唐风，惜其中

路摧折，未入于室”，而刘基“不以诗人自命，由其本领雄杰，故才气轶群”，更受推重，“当为一

代之冠”輥輯訛。潘德舆一方面将刘基、高启并称为“一代之宗工”輥輰訛，另一方面更推重刘基，认为“青

田之雄浑博大，又非青丘之所能及……岂唯明一代之开山，实可跨宋、元上矣”輥輱訛，赋予其超越

明代诗史之上的地位。

尽管在具体以谁为“明诗第一”上各家观点互有不同，如朱庭珍批评沈德潜“于青丘时有

微词，而推青田冠明诗，颠倒黑白，殊乖公论”輥輲訛；然而推举刘基或高启“冠明诗”，只是出于批评

者鉴赏趣味和诗学立场的差异，无关对明初诗歌的整体评价。徐泰认为明诗“盛于国初”的看

法，在清代被推及到对整个明代诗史的认识。李重华说：“明代作者，当以国初为胜。”輥輳訛王夫之

总论明诗，对那些立门开派的诗人绝无好感，说高棅、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钟惺、

谭元春等人“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斥之为“艺苑教师”，认为其人“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

无兴会，更无思致”，并归结说：“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他所推举的诗人：“若刘伯温之思

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

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輥輴訛五人中有四人生活在元明之际。《四库总

目提要》总论明诗，肯定高启等人在明诗史上的地位：“明诗总杂，门户多歧。约而论之，高启诸

人为极盛。”輥輵訛近人陈田编撰《明诗纪事》，在综合考察明代诗史流变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明初作

为明代诗史巅峰：“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明

初。”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诗人之众不输前后“七子”时期：“若犁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

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

流，以视弘、正、嘉、隆时，孰多孰少也？”第二，相比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模拟之风，明初诗歌

更合诗义宗旨：“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温柔

敦厚，诗教固如是也。”輥輶訛陈田的这两点看法，对近世文学史研究有深远影响。

明诗“盛于国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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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清代诗论家虽未明确将明初诗人作为明代诗史的巅峰，但都赞同将高启、刘基列为

一流诗人。如叶燮《原诗·内篇上》云：“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

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輥輷訛即便是尊尚复古的诗论家，对明初诗人也有较高评价，如鲁九皋认

为明初诗坛“可谓一时之盛”輦輮訛。沈德潜批评明初诗坛“犹存元纪之余风”的同时，也肯定其时诗

歌创作的繁盛：“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輦輯訛

“元季都尚词华，刘伯温独标骨干，时能规橅杜、韩。高季迪出入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家，特

才调过人，步蹊未化，故变元风则有余，追大雅犹不足也。要之，明初辞人以二公为冠。”輦輰訛在他

与周准合编的《明诗别裁集》中，虽然选诗数量上，高启（21首）、刘基（20首）不及前后“七子”中

的李梦阳（47首）、何景明（49首）、徐祯卿（23首）、李攀龙（35首）、王世贞（40首）、谢榛（26首）等

人，但对刘、高二人评价颇高，称高启为“大作手”（卷一），认为刘基“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

（卷一）。

清末民初，随着文学史写作的兴起，尤其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公安派等性灵文学

受到推崇，复古派遭到批评和贬斥。这一倾向反映到明代诗歌的总体评价中，明初诗人的地位

更加突出。此后以至当代的文学史写作，对复古派的评价虽然有所改观，但在论及明代诗歌

时，均将高启、刘基等人列为一流诗人，并给予明初诗歌很高评价。更直观的反映出现在20世

纪以后的几部明诗选本中，高启、刘基诗作的入选数量均居前列輦輱訛。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明诗

“盛于国初”几乎成了“无须置疑”的定论輦輲訛。

二、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检讨

与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相联系，明代以降对于元末诗歌的认识，多与沈德潜所说的“元诗

近纤”輦輳訛观点接近。论者普遍认为，元末、明初在主流诗风上形成鲜明对照：元末诗歌纤秾缛丽，

明初诗歌格调高洁，后者在对前者进行反拨的基础上展开。这一关于元末明初诗歌演进轨迹

的建构，线索清晰，兴衰有致，有利于把握诗史进程。然而，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变化过程是否

如此？在本节的分析中，笔者拟以高启、刘基二人为例，通过征稽史料，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

答。

按照明清以来批评家的论述，高启、刘基二人确立明代诗史地位，改变元末诗歌绮靡的弊

习为重要原因之一。杨慎《升庵诗话》引唐元荐云：“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

雅，卓乎冠矣。”輦輴訛顾起纶认为：“高侍郎季迪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輦輵訛对高启扭转元末

诗风的表现，清人陆蓥具体论述说：“高青丘才气俊逸，当明初一扫元季绮靡之习，《虎丘次清

远道士韵》诗，直逼大谢；《牧牛词》尤澹朴。余读其《登雨花台望大江》、《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

诸作，辄为击节。”輦輶訛沈德潜虽对高启诗歌有所批评，但也肯定他对元末诗风的扭转作用：“侍郎

诗……特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輦輷訛李调元也从变革宋元诗歌弊端

角度出发推举高启为明诗第一：“明诗一洗宋元纤腐之习，逼近唐人。高、杨、张、徐四杰始开其

风，而季迪究为有明冠冕。”輧輮訛无论“一变元风”、“一洗宋元纤腐之习”，还是“首开大雅”、“首倡

明初之音”，看重的都是高启对元末诗坛弊习的革新，及对明初诗风的引导和表率作用。

经过明清两代批评家的论述，在认为高启、刘基等人扭转元末诗风、开启明初诗风一点

上，基本已形成共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明初诗歌成就的肯认，关键之一即认为明初诗

歌对元末诗风有规正作用：“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

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輧輯訛虽未明言具体诗人，但从对明初诗歌的总体评价来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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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要是指高启、刘基等人。如评价高启云：“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振元末纤

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輧輰訛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为刘基文集撰写提要，评论

说：“基文宏深肃括亚于潜溪。诗亦沉郁顿挫，一洗元末纤秾之习。”輧輱訛从中可以看出，从诗史角

度将刘基、高启创作与元末主流诗风进行对比已成为明诗评论的通则。

刘基、高启等人的创作历程大多经历元明易代，但后世史家往往忽略其作品的时代特征

而将其视为明初诗人。通过他们的论述，一条元末明初诗歌演进的线索开始形成，高启、刘基

等人逐渐被视为扭转元末绮靡诗风的代表诗人。卢纯学说高启“首倡国朝之音，聿变季元之

陋”輧輲訛。吴宽称高启“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独其胸中萧散闲远，得山林江湖之趣，发之于

言……以成皇明一代之音”輧輳訛。他们均强调刘基、高启在元末诗坛风尚中表现出的独特格调。清

人赵翼将高启置于元末诗坛的背景中予以论述，肯定其不为铁崖派时风所囿的独立品格，而

在评判其诗史地位时将其视作明代诗史的开端：“元末明初，杨铁崖最为巨擘。然险怪仿昌谷，

妖丽仿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当时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为后生取

法也。唯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

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輧輴訛王夫之立论与赵翼类似，也将高启、刘基

与元末主流诗风进行对比：“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

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

变之陋。”輧輵訛细绎各家论说，都包含了高启、刘基等人有意反拨元末绮靡诗风的涵义，而在论及

时代归属时又都将其归入明初。形成这一看法的关键点在于，明清以来的诗论家都只是对这

一时期的诗人按其时代归属予以讨论，而并未将其创作置于发生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

察。辨析相关情形，对理解元明易代之际诗歌创作的历史实态、诗坛风尚变迁的历史轨迹均有

重要意义。

尽管不少论者肯定刘基、高启等人在元末主流诗风之外独标一格，隐含与铁崖派抗衡的

意味，但也有观点认为两人的创作未完全摆脱元末诗风影响，而以高启表现得更明显。王世贞

评高启诗云：“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虽忽忽未振，而弘博凌厉，殆骎骎正始。”輧輶訛类

似看法，在明清批评家的论述中并不少见。陈束说：“洪武初，沿袭元体，颇存纤词。时则季迪为

之冠。”輧輷訛何白指出：“季迪矩矱全唐，独运胸臆，近体不无中、晚纤弱之调，尚沿元季余风。”輨輮訛胡

应麟也说：“高太史诸集，格调、体裁不甚逾胜国。”輨輯訛在格调、体裁方面，高启诗歌所具仍为元人

风范。清人乔亿也注意到高启诗中保留的“元代痕迹”：“明初高季迪乐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

情兼赡，而元习未除，骨稍轻，气稍薄也。”輨輰訛高启诗歌之所以存在“元习未除”的情形，因他原本

就生活在元明易代之际，不少诗作都写于元末。

事实上，“元习未除”与“变季元之陋”不过是高启元末诗歌创作的不同面相。高启、刘基等

人的诗风，虽是对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末主流诗风的反叛，但其生成语境本在元末，是构成元

末诗风的一个侧面，并非入明后针对元末绮靡诗风有意为之的改变。类似情形，在许多元明之

际诗人的创作中均有表现。如汪广洋（？—1379）之诗，朱彝尊以为“饶清刚之气，一洗元人纤

缛之态”輨輱訛。所举诗句，如“平沙谁戏马，落日自登台”（《九日》），“天垂芳草地，渔唱夕阳村”（《西

施滩》），“湿云缠戍鼓，高柳聚城鸦”（《扬州》）等，虽然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定，但从格调、意境

来看，多数应当写于元末。今存《凤池吟稿》中的诗作，虽然不乏宋濂所说的表现“城阙宫观之

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輨輲訛的作品，但能体现其“清刚之气”的是他写

于元末的山林之作。究其原因，正如游潜谈到刘基诗歌每有“忧时痛国”之辞时所说：“伯温生

元世，岂能超出天地外，不为元人也哉？忧时痛国，每形于辞。如《悯乱》诸作二、三末句云：‘惆

明诗“盛于国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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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无人奏丹扆，侧身北望泪滂沱。淮氵贲何日歌常武？肠断严城戍鼓挝。’‘天涯地角风尘满，极

目云霄欲断魂。江湖愁绝无家客，伫立看天泪眼昏。’至如《吊诸葛武侯》、《祖豫州》、《岳武穆》

诸赋，悲愤愁激，读之使人踯躅思奋，其志可谅也。”輨輳訛一个亲身经历元末乱世的诗人，写出“悲

愤愁激”的诗赋，不过只是内心情感的自然表达。这类作品中所包含的刘基，并不是“明初”的

刘基，读者只有将其置于元末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刘基曾通过对与

自己同时代一位诗人作品的解读，提示研究者应当注意作品创作的时代语境：“比五六年来，

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

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故今观项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项

君与予生同郡，而年少长。观其诗，则冲澹而和平，逍遥而闲暇，似有乐而无忧者，何耶？呜呼！

当项君作诗时，王泽旁流，海岳奠乂，项君虽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钓水，无所维系。

于此时也，发为言词，又乌得而不和且乐也？”輨輴訛从诗史演变的角度来说，高启、刘基虽然在元末

诗坛就独标一格，但在铁崖派盛行的背景下并未引起时人关注。入明以后，他们才逐渐在明代

诗史建构过程中被“发现”并确立历史地位。

高启、刘基元明易代前后诗文创作数量的波动并不十分明显輨輵訛，但反映在诗歌品格上，后

人对他们各自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评价却有较大差别，存在扬元末之作而抑明初之作的倾

向。透过明清以来的论者对他们易代前后作品的不同评价，同时结合元末明初诗歌发展的历

史进程，可以看出，高启、刘基等人在创作中表现出与杨维桢等元末主流诗人不同的风尚，并

非在入明以后，而是在元末就已经形成。

以刘基为例。刘基元末时的创作，大部分都收录在《覆瓿集》中，入明后另编有《犁眉集》

等。对于这两部集子在格调、情致上的不同及艺术水平的高下，不少论者都进行过比较，得出

的结论也颇为一致：《覆瓿集》远胜《犁眉集》。钱谦益关注刘基入明前后诗风的差异，认为刘基

作于元末的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而入明以后的诗则“悲穷叹老，

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輨輶訛。谭献也说：“开国之日，承元季之遗，大雅渐

复，而吊诡繁丽，未能尽忘。文成摩天之刃，挥斥群贤，寻厥名篇，多在前代，《黎（犁）眉》一集，

惨舒异致。”輨輷訛他们均认为刘基入明后诗作不如元末。清人黄昌衢指出：“青田公先著《覆瓿集》，

入明后更为《犁眉公集》。世之读二集者，每叹公在元末，驰驱石抹幕府，秩颇卑下，然志气超

卓，发为咏歌，多激昂振迈。及晚年佐命开国，名位尊高，而集中所载《旅兴》诸篇，反若入酸楚

难堪之境，何耶？”輩輮訛针对上述情形，陈田概括说：“文成《覆瓿集》元时作，《犁眉公集》则入明后

诗也。《覆瓿》远胜《犁眉》，前人已有定论。”輩輯訛入明以后，出于各种原因，刘基诗风发生转变，失

去了“激昂振迈”的锐气，转而多抒写个人情怀。缘于此，有论者对刘基被视作明初代表诗人提

出异议：“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提出。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

写出有生气的作品。”輩輰訛然而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刘基仍被作为明初作家予以论述。

刘基易代前后诗风改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缘于时代环境和人生遭际。徐泰比较刘基入

明前后的创作说：“青田刘伯温《钧天广乐》，声容不凡，开国宗公，不在兹乎？独元季之作，词多

感慨。”輩輱訛地位、处境不同，表现的内容和风格也会有所差异。刘定之说：“有与子让同出科目，佐

舒穆噜（石抹）主帅定吴越，幕府唱和，其气亦有掣碧海、弋苍旻之奇。后攀附龙凤，自拟留文

成，然有作嘻喑郁伊，扪舌骍颜，曩昔气澌冺无余矣。王半山云：高位纷纷谁得志，穷途往往始

能文。上句斯人之谓，下句子让之谓。”輩輲訛虽然这一评论被钱谦益认为“其所以责备文成者，亦已

苛矣”輩輳訛，但刘、钱两人关于刘基入明后诗风的判断是一致的。出于对元明易代之际文人不同时

期创作风格的认识，王文禄指出：“国初洪武间一格也。宋文宪《潜溪集》四十卷，至正初壮年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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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作，汉魏六朝体俱备。入我朝老矣，笔力渐衰，词格过熟。刘文成《覆瓿集》，诗赋豪逸，《郁

离子》奇思哉，《送穷文》过昌黎也。”輩輴訛类似情形，在高启、袁凯等人的创作中同样存在輩輵訛。

明清以来叙述明初诗歌之盛，另一层面的内容是对其时诗人群体兴起和诗社活动繁荣的

称羡。胡应麟将其时的主要诗人划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等五派，

认为“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輩輶訛。陈暹也说：“我皇太祖平定华夏，归马放牛，聿兴

文教。维时海内文人学士，彬彬辈出，自江以南，尤沾圣教之先，吴下则有四杰，闽有十才子，广

则有五先生，皆一时诗人之选也。”輩輷訛究其原因，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明朝国兴背景下文学兴盛

图景的建构。谢肇淛序陈邦瞻重编《明初四家诗》说：“诗之为教，与治通矣。故一代之兴，必有

一代之诗……载观诸作，缔玩新镌，神思闯邺下之室；寤寐古贤，风骨升晋代之堂；陶钧雅什，

情采步初唐之武；锻炼宏词，绮靡洗胡元之习。剪裁颣句，上则鸣朝廷之盛，下则浚后学之源。”輪輮訛

类似看法，也见于陈邦瞻所作序：“明初四家者，世所称高、杨、张、徐四先生，盖以比唐初四子

云。近世士大夫稽古之业，唯诗道为尤盛。盖自国初金陵定鼎，时方草昧，而寓内作者已云集阙

下，应制鸣盛，争树赤帜，四先生者，尤褒然杰出其间。”輪輯訛将高启、刘基等人作为“明初”诗人，显

然有助于建构不同于元末的盛世文学图景。朱彝尊论及明初开国诗坛的兴盛，也说：“孝陵不

以马上治天下……宜其开创之初，遂见文明之治。江左则高、杨、张、徐，中朝则詹、吴、乐、宋，

五先生蜚声岭表，十才子奋起闽中，而三百年诗教之盛，遂超轶前代矣。”輪輰訛缘于这一观念，历代

以来都将高启、刘基等人作为明代诗史的开端，出现了类似皇甫汸“明初犹沿宋元之习，诗无

足采……逮高、杨、张、徐四杰倔起，浙东宋、王二学士倡之，椎轮于辂，增冰于水，贞观、永徽，

此殆萌芽”輪輱訛的认识。

与明诗“盛于国初”论相对立，有一种看法认为明诗至“前七子”复古运动才得以振兴。如

周弘禴《碧鸡集序》云：“明兴，诗不大畅，而骤振于李献吉。”輪輲訛杨慎所引唐元荐的论述中也曾提

及：“近日好高论者曰沿习元体，其失也瞽。又曰国初无诗，其失也聋。”輪輳訛两种观点看似存在矛

盾，实则是缘于对诗歌发展历程中“明初”的不同理解。在不同论者的评述中，“明初”诗歌既包

括那些写于明代初期的诗歌，也涵盖了由元入明后被作为明初诗人写于元末的作品。如果将

明初作家的作品按时代予以区分，不难发现，明初诗歌的实际创作情形与后人明诗“盛于国

初”的评价并不相符。正如前文论述所表明的，以高启、刘基为代表的“明初”诗人，作于元末的

诗歌要胜于明初，奠定其诗史地位的诗歌成就和艺术风格主要见于元末诗作。此外，类似“北

郭十子”、“吴中四杰”、“南园五先生”等具有较大影响的诗社活动和诗人群体，也大多活跃在

元末文坛，至明初则相对趋于沉寂輪輴訛。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关于“元诗近纤”、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形成，某种程度

上是缘于论者只是注意到元末诗歌创作中以杨维桢等为代表的一个侧面，而忽略了由刘基、

高启等人的诗歌创作所代表的另一个侧面。事实上，与高、刘等一样不附从铁崖诗风的诗人，

在元末并不鲜见。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王冕说：“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劲之气，不

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輪輵訛考

察元末诗歌的发展，大致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诗人群体：（一）以杨维桢及“铁门”诗人为代表，

诗学温庭筠、李商隐、李贺等，奇崛秾丽，通常所说的“元诗绮靡”，即指这派诗人而言。（二）以

高启、刘基等人为代表，诗学盛唐，作品风格沉郁顿挫，格高调壮。然而，高启、刘基、王冕等人

在元末的创作，在当时诗坛“铁体”弥盛的背景下并未彰显，在明清批评家眼中又因其被视作

明初诗人而受到遮蔽。因而在后世建构的诗史当中，元末诗坛就只留下了“柔靡”、“绮靡”的面

相。从这一层面来说，对于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辨析，有助于廓清明清以来对元末诗歌创作

明诗“盛于国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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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风貌的误读，重建元末诗坛的历史面貌，获得对元末明初诗史演进历程的重新理解。

三、以时代划分文学史的意义及其缺失

以上对于明诗“盛于国初”看法的辨析，涉及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论题：

（一）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应当如何划定。（二）文学史阶段的划分，是应该以朝代更替还

是以文学演进为依据。

关于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胡应麟已有所关注：“国初三张：以宁、光弼、仲简。以

宁气骨豪上，国初寡俦，藻绘略让耳；光弼、仲简亦有佳处，然率与元人唱酬。故明风当断自高、

杨作始。若廉夫、太朴辈，俱鼎盛前朝，无闻当代，掠其余剩，尤匪所宜。”輪輶訛张以宁、张昱、张简、

杨维桢、危素等人均由元入明，但在诗史上的时代归属却应当归入元代，胡应麟给出了两条标

准：（一）“率与元人唱酬”，诗歌唱和交往的对象多为元代作家。（二）“俱鼎盛前朝，无闻当代”，

创作的高峰和诗坛影响都在元代，入明后寂寂无闻。而对年代稍晚、入明后更知名的高启、杨

基，胡应麟将他们视作开启“明风”的诗人。

对于如何处理易代之际文人的时代归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杨翮列为元代作家时提

出的一条依据，反映了多数中国古代的诗文评、选本、总集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态度：“今以其

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輪輷訛按照这一标准，陈基、赵汸在被征修《元史》后都未接受官职，因

而《提要》将其视为元人。而张以宁虽然为元泰定四年进士，但因为入明以后接受了翰林侍讲

学士的职位，因而《提要》将其列为明人。诸家评论、选本如《诗谈》、《明诗评》、《皇明诗选》、《明

诗综》、《明诗别裁集》等，也大多将张以宁视作明初诗人。《提要》称其所作《倦绣篇》、《洗衣曲》

等作品“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輫輮訛。究其原因，这些作品本就作于元末，受到杨维桢、李孝光等人

提倡写作新乐府的影响。事实上，张以宁在洪武三年就因病去世，在明初活动甚少。胡应麟以

其“率与元人唱酬”而将他归入元代，更符合张以宁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

或许是认识到将易代之际诗人归入某一时代会给诗歌的理解造成困难，钱谦益在编选

《列朝诗集》时，将刘基的诗分别编在了以收录易代诗人为主的“甲集前编”和收录明初诗人的

“甲集”，并提示说：“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之下，必有论

世而知公之心者。”輫輯訛这多少反映出在处理易代之际诗人创作时的审慎态度。他编录杨维桢作

品时也说：“铁崖之诗，多作于有元之季，而其人则入本朝矣。辞召、应制之作，略见前篇，而他

作则以此编尽之；若其文章，则两属焉。刘文成、宋文宪，亦同此例。”輫輰訛当然，钱谦益并未依此方

式处理其他更多的易代作家，像被胡应麟认为应当归入元代的危素、张以宁，都被编在了“甲

集”之中。陈田对刘基的处理，显示明清时期批评家处理相关问题的时代意识：“文成为开国文

臣，故录其入明应制之作，以为压卷。”輫輱訛在陈田看来，刘基元末之作虽然胜过明初，但那些作品

毕竟写于“前朝”，不应进入纪明诗之事的《明诗纪事》之中，而作为“明初”诗人的刘基，只能收

录他的“入明应制之作”。当然，陈田并非对待所有“明初”诗人都具有如此强烈的时代感，在刘

基同卷中就收录了卒于元末的诗人孙炎。而事实上，孙炎在明建国前就已去世。

对于那些元明易代之际的诗人，时代归属应如何划分才能更贴近其时诗歌创作的真实情

况？赵翼曾从文集编排和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批评景泰年间《高太史大全集》的编定情况说：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

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余首，名之曰《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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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青丘诗之在世者，唯此本最为完备。然编次尚多错互。既分体为卷，自不专在编年，

然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后，阅者始了然。今则中年之作，或杂于少时；元季之作，又入于

明初，使人闷闷。如《送张进士会试》有云：“迩来国运属中圮，争慕死节羞生全。浔阳老守

须污赤，山东大帅魂沉渊。”盖指李黼、董抟霄等殉难之事，则元季诗也，而皆编在《始归江

上夜闻吴生歌》之后。中有云：“解绂今年别紫宸，归舟江上又逢君。”则青丘已应召修史，

擢户部侍郎辞归矣。其后又有《送张员外从军越中》之作，有云：“明朝若上越王台，应有中

原陆沉叹。”又有《送王稹赴大都路》等诗，则又是元季所作。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前后倒

置，不胜披寻。輫輲訛

赵翼提出“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后”的编纂方法，其意主要集中于对作家不同阶段创作情况

和作品风格的理解。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文学史研究须在准确把握作家生活时代、作品创

作年代、作家间相互交往唱和的基础上展开，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和分析，须立足于具体历史

情境。进一步说，作家在文学史发展中并非孤立的个体，一方面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

面又创造和改变着时代风气。《高太史大全集》对高启创作的随意编排，显然不利于对高启元

末和明初创作变化和风格转变的理解，及对元明之际诗坛历史面貌和风尚变迁的重建。

处理易代之际作家时代归属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同样反映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当

中。文学史的写作虽然始于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和学术研究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但中国古

代的诗文评在性质上与文学史有类似之处。诗文评、断代诗选、诗文总集等在处理元明易代之

际诗人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以朝代为断的中国文学史在作家归属上的处理，

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认识。一百多年来围绕文学史书写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写作实践，在取

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依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文学史阶段划分与文学演进的关系、文学的历史

形态与文学史书写的关系等。元末明初诗人的时代归属，从某一方面来说与文学史阶段划分

以朝代为界限的定型密切相关。

以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演进的历程，在两个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在处理易代之际的作家、作品等方面显得简便而清晰，易于把握，无须争论。（二）便于在

政治、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然而，其缺失与不足同样显而易见：政治史上的改

朝换代与文学发展的兴衰并非完全对等，在处理易代之际作家、作品时，简单地以政治立场的

不同判定时代归属，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这种缺失，在元明之际诗人的理解中同样存

在。如朱彝尊论刘基之诗说：“明初，既定婺州，犹佐石抹宜孙拒守。即其酬和诗句，如‘中夜登

高楼，遥瞻太微座’，‘众星各参差，威弧何时正’，‘鸿雁西北来，安能从之飞’，‘周嫠不恤纬，楚

放常怀阙’，‘却秦慕鲁连，存齐想田单’，盖未尝终食忘大都也。”輫輳訛刘基佐石抹宜孙守处州在至

正十六年（1356）至十八年（1358）间，两人往还唱和之作，曾编为《少微唱和集》。朱彝尊所说关

于刘基的“明初”之事，实发生于元末，其时刘基仕元为官，尚有志于元朝之“国事”，心存国家

危亡，遂有感而发，而将其理解为“未尝终食忘大都”，显然有悖其本义。明清以来对元末诗人

孙炎在时代归属上的处理和认识，表现得更为典型。孙炎在元顺帝至正中期与丁复、夏煜等人

以诗著名，后来辅佐朱元璋，元未亡即卒。但因为曾在朱元璋幕下供职，而被视作明初诗人。王

世贞《明诗评》将其作为明初诗人予以评论，《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评选》、《明诗纪事》

等均选录其诗，今代的各种选本也都将孙炎视作明初诗人。从中不难看出，以政治立场判定易

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与诗歌创作的历史实态和诗史演进的历史轨迹之间存在不谐。明诗

“盛于国初”看法的形成，即是这一文学史阶段划分方式影响下的产物。

明诗“盛于国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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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对各阶段文学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政治史的框架，使中国文学史阶段的划

分更切近地反映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文学思潮兴替的历史脉络，笔者期待通过本文的研究，

引起同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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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祭———中国古典戏剧悲剧精神论》

张之薇 著

学苑出版社 2011 年 8月出版

该书意在通过全新的视角探讨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精神，力求厘清中国古典

戏剧研究领域多年来对悲剧和悲剧精神概念界定的模糊和认知偏颇。该书在引论

部分中，探讨了中国古典戏剧“悲剧观”的诸家之说，针对前人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

真正悲剧的争论，提出研究对象，即一个值得关注的悲剧群落———中国“士子献祭”

戏剧。主体部分为五大章节。第一章，首先阐明悲剧和悲剧精神的实质，而后通过对

中西方各自的悲剧精神和英雄原型的追寻，论述“士子献祭”的文化母题的形成与

流变；第二章，从浩渺的中国古典戏剧剧目中整理发掘出具有“士子”形象和“献祭”

精神的剧目，剖析精要，进而归纳概括出“士子献祭”戏剧所蕴含的悲剧精神；第三

章、第四章，简说宋、元、明、清四朝有关“士子献祭”戏剧的踪迹，着重考察宋元易代

之际、明清易代之际、清末民初易代之际，三个“结点”环节“士子献祭”戏剧的沿革

发展，清晰勾勒出中国古典戏剧以“士子”为主体、以“献祭”为悲剧核心精神的演进

轨迹。第五章，作为余论对“士子献祭”的反向形态“归隐”戏剧进行了粗略介绍。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对“献祭”、“替罪”、“救赎”等概念的论述，扩大了悲剧和悲

剧精神的内涵，而从基督教的“原罪”、儒家的“成仁取义”、人类文化史的原点中，挖

掘悲剧精神的原型状况，追溯“士子献祭”的悲剧母题，对中国悲剧的研究，确实具

有突破性的见解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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